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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分析视角， 利用中国微观数据， 考察了服务

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研究显示： 服务业外资管

制放松能够改善服务中间品的供给效率， 从而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

级；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 更换核心指标的测度方法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 从异质性

上看， 企业所有制形式、 生产率、 贸易方式、 产品类型以及地区制度环境是导致服

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产生分化的重要因素。 从不同

服务业类型上看， 交通运输、 批发与零售部门的外资管制放松是推动制造业出口产

品质量升级的主要动力。 本研究深化了对服务业外资开放影响制造业生产行为内在

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也为如何推进中国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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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凭借丰裕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迅速融入发达国家主导

的全球生产网络之中， 并在出口贸易的推动下， 经济总量实现快速增长。 但近年随

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 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 再加上发达国家 “再工业

化” 计划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冲击， 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落后、
价格主导权薄弱、 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愈发明显， 严重制约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

展脚步。 面对国内国际的新形势， ２０１９年 １１月国务院在 《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 要大力发展高质量、 高技术、 高附加值的产品贸易。① 在

当前阶段， 加快推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提升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无疑能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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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回顾以往文献， 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因素有贸易自由化

（Ｂ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１］；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２］ ）、 融资约束放宽 （张杰，
２０１５［３］）、 上游行业垄断 （王永进和施炳展， ２０１４［４］ ）、 产业集聚 （苏丹妮等，
２０１８［５］）、 中间品进口 （许家云等， ２０１７［６］）、 外资流入 （李瑞琴等， ２０１８［７］ ）、 对外

直接投资 （景光正和李平， ２０１６［８］） 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 （余淼杰和张睿， ２０１７［９］；
张明志和季克佳， ２０１８［１０］） 等多个方面。 上述文献尽管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些因素

如何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但均未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出发， 探讨国内服

务业外资准入限制改革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间的关系。
扩大国内服务业对外开放、 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是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 随着服务型投入品在我国生产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

要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１１］， 服务业市场改革开放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效果

已不容忽视。 本文认为： 一方面， 实现产品质量升级的关键在于提升中间投入品的

供给效率 （Ｋｕｇｌｅｒ ａｎｄ Ｖｅｒｈｏｏｇｅｎ， ２０１１［１２］； Ｈａｌｌａｋ ａｎｄ Ｓｉｖａｄａｓａｎ， ２０１３［１３］ ）。 服务

中间品作为制造业生产投入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内含的物流、 信息、 销售策

略、 市场调研等高端投入要素是下游制造业生产优势的重要来源 （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１４］， 因此提升服务中间品供给效率， 对促进下游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着

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 服务中间品供给效率的高低由本国服务业市场发展水平决

定， 而作为以开放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适当放松对服务业领域的外资管制程度，
能够通过市场竞争、 知识溢出等渠道激发市场运行活力， 从而优化国内服务型产

品的供给 效 率 （ 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１５］； Ｃｏｒｒｅａ－Ｌｏｐｅｚ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ｎｅｃｈ，
２０１７［１６］）。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思考， 本文提出以下问题：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市

场发展的影响， 是否会因上下游产业关联性的存在， 进而推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

质量升级呢？ 探讨此问题对客观评估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

义， 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否借力服务业对外开放， 突破服务要素供给侧瓶颈， 摆

脱制造业 “低质” 标签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前， 仅少数文献涉及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与制造业生产活动的关系， 并且分

析对象集中于企业生产率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ｕｎｏｖ， ２００８［１７］； 侯欣裕等， ２０１８［１８］ ）
和出口规模 （Ｂａｓ， ２０１４［１９］；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２０］ ）， 而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研

究较为少见， 尤其是缺乏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支撑。 本文以中国入世以来积

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为研究背景， 利用丰富的微观数据信息， 重点探讨服务业

外资管制的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与以往文献相比， 本文的主

要贡献为： 从微观层面揭示了中国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变化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

量的作用关系， 既扩展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影响制造业生产绩效的研究视野， 又丰

富了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因素的认识， 同时也为促进中国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和经

济迈向中高端提出了新的思路。 此外， 本文还从企业所有制形式、 生产率、 贸易

方式、 产品类型以及地区制度环境等多个维度探讨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

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深化了对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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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渠道分析

（一） 服务中间品成本渠道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国外竞争者， 使国内服务

业市场竞争加剧 （Ｂｌｏｍ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Ｋｏｋｋｏ， １９９８；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２１］ ）。 从上下游

产业关联的角度看，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降低了服务业外资的进入壁垒， 使更多发

达国家的服务中间品供应商入驻本地市场。 本土服务供应商在面对高水平竞争者施

加的压力时， 会主动选择降低产品售价以稳固现有的市场地位； 而新进入的外资企

业会采取低价策略与下游制造业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上述机制作用下， 服

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压低了国内服务中间品的价格指数， 而价格下降又会减少下游企

业在服务投入方面的费用支出， 导致企业平均成本曲线出现下移。 实证方面， Ｃｏｒ⁃
ｒｅａ－Ｌｏｐｅｚ和 Ｄｏｍｅｎｅｃｈ （２０１７） 基于西班牙企业数据研究表明， 由服务业管制放松

引致的竞争效应能够显著降低下游企业在中间投入品上的总支出。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 中国服务业外资开放能够降低下游制

造业企业的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 进而对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产生正向

影响。 当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降低而自身产品的售价未发生变化时， 盈利增加将使

企业拥有更加充裕的资金用于更新机器设备、 改进生产组织方式以及展开生产技术

上的研发创新活动 （Ｍａｒｉａ Ｂａｓ， ２０２０） ［２２］， 从而加快国内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升级的步伐。
（二） 服务中间品种类渠道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将吸引更多的服务业外资供应商入驻， 增加国内制造业企

业可使用的服务型中间品种类数量 （侯欣裕等， ２０１８）。 一方面， 服务型外资供应

商的入驻能直接带来国外先进的现代化服务型中间要素， 使得国内市场上原本缺乏

或罕见的服务中间品的种类数量得到扩充； 另一方面， 服务业外资供应商具有先进

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 在企业间知识、 技术外溢渠道的作用下， 迅速转移到本土

企业， 从而拓展本土服务业供应商生产的产品种类数量； 此外， 因服务业外资供应

商进入带来的竞争效应还会倒逼其他竞争对手加快对新产品的产出速度， 促使种类

更加多元化的服务中间品流通于国内市场上。 一般而言， 服务中间品种类数量的增

加有助于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这是因为： 不同种类的中间投入

要素间可能具有不完全替代性或互补性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２３］， 企业可以联合

使用各种不同的服务中间品， 使自身生产组合更富有效率， 形成 “１＋１＞２” 的效

果； 也就是说， 当种类更加多元化的服务型中间品被运用至生产环节时， 企业可以

通过对投入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催化产出更多具有差异化、 吸引力以及更符合海外

市场消费者偏好的优质产品， 继而推动自身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三）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渠道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指制造业中间投入逐渐由物质型中间投入转向服务型中间

投入 （刘斌等， ２０１６） ［２４］。 服务外资管制放松有助于提升国内服务业部门生产商的

产出质量和专业化程度， 从而增强本国制造业生产部门对服务业生产部门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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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使制造业企业更愿意将原本 “内置化” 的服务型生产环节 （如运输、 分销、
通讯等） 转移出去， 外包给效率更高、 质量更优、 经验更加丰富的专业化服务型

公司 （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Ｗｅｉ， ２００９） ［２５］， 从而提升国内制造业的投入服务化水平。 研究表

明，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上升会通过创新、 规模效率等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

的出口规模 （刘斌等， ２０１６） 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遵循此思路

不难推断， 投入服务化程度上升也可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产生重要影

响。 例如， 制造业企业通过增加对分销、 市场咨询、 可行性研究等服务类中间要素

的投入力度， 能够迅速掌握目的国市场的需求变化情况， 及时制定和执行更具针对

性的研发活动与产品差异化策略， 比如增加产品的耐用性、 安全性和舒适度等， 以

满足海外市场上不同消费者特殊的需求特性， 从而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综上所述， 本文拟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服务业外

资管制放松能够推动下游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三、 模型、 指标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为考察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关系， 借鉴服务

业改革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绩效影响的研究成果 （Ｄｕｇｇ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２６］； 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将模型设定为：

Ｑｕａｌｔｉｙｉｐｄｔ ＝ α０ ＋ α１ ｆｄｉ＿ ｓｅｒ ｊ， ｔ －１ ＋ Ｘ ｔγ ＋ δｉｐｄ ＋ δｓ ＋ δ ｊ ＋ δｔ ＋ εｉｐｄｔ （１）
其中， 下标 ｉ、 ｊ、 ｐ、 ｄ、 ｔ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 产品、 目的国、 年份；

Ｑｕａｌｔｉｙｉｐｄｔ 为企业－产品－目的国－年份四个维度下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 ｆｄｉ＿ ｓｅｒ ｊ， ｔ －１

为滞后一期的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指数， 将滞后项纳入模型是为了减弱内生性

问题对实证结果造成的干扰； Ｘ ｔ 为控制变量集合； δｉｐｄ 为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个

体固定效应， δｓ 为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 δ ｊ 为两位码行业虚拟变量， δｔ 为年份虚拟变

量； α０ 为常数项， α１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γ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 εｉｐｄｔ 为个体

随机扰动项。 由于 ｆｄｉ＿ ｓｅｒｖｉｃｅ 为行业层面的指标， 本文在估计过程中采用行业、 年

份双重维度的聚类标准误。
（二） 关键指标构建

１􀆰 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借鉴 Ｂｅｒｎｉｎｉ和 Ｔｏｍａｓｉ （２０１５） ［２７］提出的需求份额－价格回归法来估算中国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指数。 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ｌｎ ｓｉｐｄｔ － ｌｎ ｓｐ４ｄｔ ＝ σｌｎ ｕｖｉｐｄｔ ＋ 􀆟ｌｎ ｎｓｉｐｄｔ ＋ δｄｔ ＋ δｉｐ ＋ εｉｐｄｔ （２）

其中， 下标 ｉ、 ｄ、 ｔ、 ｐ、 ｐ４ 分别表示企业、 目的国、 年份、 ＨＳ六位码产品类别

以及 ＨＳ四位码产品类别， ｐ 为 ｐ４的子类别； δｄｔ 为目的国－年份效应， 以控制汇率变

动和目的国经济发展等因素； δｉｐ 为企业－产品效应， 以控制企业－产品内部因素；

εｉｐｄｔ 为干扰项。 回归得到的 ε
︿

ｉｐｄｔ 即为企业 ｉ 第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产品 ｐ 的质量指数。
下面将详细介绍式 （２） 中各变量的计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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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ｐｄｔ 为中国企业 ｉ 在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ｐ 的广义市场份额， 计算

公式为：

ｓｉｐｄｔ ＝
ＥｘＮｕｍｉｐｄｔ

∑ ｐ４ｄｔ
ＥｘＮｕｍｉｐｄｔ

×
ＩｍＮｕｍＣｈｉｎａｐ４ｄｔ

ＩｍＮｕｍｗｏｒｄｐ４ｄｔ
（３）

其中， ＥｘＮｕｍｉｐｄｔ 为中国企业 ｉ 在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ｐ 的数额， 数

据来自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ＩｍＮｕｍＣｈｉｎａｐ４ｄｔ 为 ｄ 国在 ｔ 年从中国进口的 ＨＳ四位码

产品 ｐ４ 的总数额； ＩｍＮｕｍｗｏｒｄｐ４ｄｔ 为 ｄ 国在 ｔ 年从世界各国进口的 ＨＳ四位码产品 ｐ４
的总数额， 该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数据库。

ｓｐ４ｄｔ 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 ＨＳ 四位码产品 ｐ４ 的市场

份额：
ｓｐ４ｄｔ ＝ １ － ＩｍＮｕｍＣｈｉｎａｐ４ｄｔ ／ ＩｍＮｕｍｗｏｒｄｐ４ｄｔ （４）

ｕｖｉｐｄｔ 为中国企业 ｉ 在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 ＨＳ 六位码产品 ｐ 的的单位价值， 可直

接通过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计算得到。
ｎｓｉｐｄｔ 为中国企业 ｉ 在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ＨＳ六位码产品 ｐ 的狭义市场份额， 计算

公式为，

ｎｓｉｐｄｔ ＝
ＥｘＮｕｍｉｐｄｔ

∑ ｐｄｔ
ＥｘＮｕｍｉｐｄｔ

×
ＩｍＮｕｍＣｈｉｎａｐｄｔ

ＩｍＮｕｍｗｏｒｄｐｄｔ
（５）

其中， ＩｍＮｕｍＣｈｉｎａｐｄｔ 为ｄ 国在 ｔ 年从中国进口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ｐ 的数目总额；
ＩｍＮｕｍｗｏｒｄｐｄｔ 为 ｄ 国在 ｔ 年从世界各国进口的 ＨＳ 六位码产品 ｐ 的数目总额。 数据

来自 ＣＥＰＩＩ－ＢＡＣＩ数据库。
在得到上述变量后， 若直接对 （２） 式回归，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将导致 σ 和 ∂

的估计系数产生偏误， 原因有二： 首先， 产品质量 εｉｐｄｔ 与产品的单位价值 ｕｖｉｐｄｔ 一
般具有相关性 （Ｎｅｖｏ， ２０００） ［２８］； 其次， 每种 ＨＳ 六位码产品的出口质量会影响其

在同类产品市场上的需求状况， 因此 εｉｐｄｔ 与 ｎｓｉｐｄｔ 也可能具有相关性。 这里借鉴 Ｂｅｒ⁃
ｎｉｎｉ和 Ｔｏｍａｓｉ （２０１５） 的工具变量选择思路， 采用其他企业第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

ＨＳ六位码产品 ｐ 的价格均值作为 ｕｖｉｐｄｔ 的工具变量， 同时选用同一家企业第 ｔ 年向

ｄ国出口的不同 ＨＳ六位码产品种类数作为 ｎｓｉｐｄｔ 的工具变量。 最后， 按照 （２） 式

进行 ＩＶ估计即可获得企业－产品－目的国－年份四个维度下的产品质量指数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 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

中国各个服务业部门的外资管制指数数据来自 ＯＥＣＤ全球化数据库。① 外资管

制指数取值区间为 ［０， １］， 数值越高表示该部门对外资的管制性越严厉， 反之则

越宽松。 为建立服务业与制造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 借鉴 Ａｒｎｏｌｄ 等 （２０１６） 的思

路， 将 ＯＥＣＤ数据库部门代码与中国 ２００２ 年 １２２ 部门 《投入产出表》 行业代码进

行配对， 然后利用下式来计算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下游制造业的影响程度：

ｆｄｉ＿ ｓｅｒ ｊｔ ＝∑ ｋ∈Ｉｓｅｒｖｉｃｅ
θｋｊ × ｆｄｉ＿ ｒｅｓｋ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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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ｆｄｉ＿ ｒｅｓｋｔ 表示服务业部门 ｋ 第 ｔ 年的外资管制指数； θｋｊ 表示服务要素的投

入权重， 是下游制造业部门 ｊ 消耗的投入总额中来自服务业部门 ｋ 的比重；① Ｉｓｅｒｖｉｃｅ
为上游服务部门集合， 根据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 选取交通运输、 通信、 分销、 金

融服务以及商务服务这五类生产性服务业 （Ｄｕｇｇａｎ 等， ２０１３）； ｆｄｉ＿ ｓｅｒ ｊｔ 为下游制

造业行业 ｊ 在 ｔ 年面临的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 数值越低则表明中国对服务业

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管制性越低。
３􀆰 控制变量的选取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①劳动生产率 （ ｌｐ）， 采用企业销售额与就业人数

的比值取对数度量。 ②企业规模 （ ｓｉｚｅ）， 采用就业人数的对数度量。 ③资本劳动比

（ｋｌｒａｔｉｏ）， 采用实际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度量。 ④企业年龄 （ａｇｅ），
利用统计年份与企业成立年份之差加 １ 取对数度量。 ⑤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 使用本

年应付工资总额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度量。 ⑥融资约束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选用企业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加 １取对数度量， 数值越大则表明面临的融资门槛越低； ⑦行

业竞争程度 （ｈｈｉ）， 选取行业赫芬达尔指数度量。 ⑧行业进口关税率 （ ｉｍｔａｒｉｆｆ），
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等 （２０１７） ［２９］的做法构造中国制造业四位码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数值。
⑨出口目的国关税 （ｅｘｔａｒｉｆｆ）， 采用目的国对每种进口产品征收的从价关税的均值

加 １取对数度量。 ⑩双边实际汇率 （ ｒｅｒ）， 参考余淼杰和张睿 （２０１７） 的方法构造

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实际汇率指数。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为： 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 （如企业规模、 生产率、 资本

劳动比等）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与产品质量测算有关的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ＢＡＣ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 中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来自 ＯＥＣＤ 全球化

数据库； 产品进口关税数据来自 ＷＩＴＳ 数据库； 人民币对各国货币汇率数据来自

ＩＭＦ数据库。 参考现有文献的处理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进

行合并。 由于 ＯＥＣＤ全球化数据库仅提供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及之后每一

年的外资管制指数， 本文进行如下调整： 将 １９９７ 年外资管制指数平移至 ２０００ 年，
然后选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的外资管制指数用于测度服务业外资管制放

松指标， 其他变量测算数据则来自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结果分析

表 １报告了基准估计结果： 列 （１） 显示， 在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模型下，
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 （ ｆｄｉ＿ｓｅｒ） 系数为负， 且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拒绝系数为零的

原假设， 初步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

关系； 列 （２） 进一步控制生产率、 企业规模、 资本劳动比等特征变量后， ｆｄｉ＿ｓ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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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系数依然为负， 并且影响的量级和显著性水平均有所提升； 列 （３） 至 （５）
分别引入进口关税、 目的国关税以及双边实际汇率等特征变量后， ｆｄｉ＿ ｓｅｒ 估计系

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列 （６） 对所有控制变量加以控制， 结果显

示， ｆｄｉ＿ ｓｅｒ 的估计结果为－０􀆰 ５１９， 并且在 ５％水平上显著。 上述结果表明， 服务

业外资管制指数越低， 则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也就是说，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

松有助于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表 １　 基准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０􀆰 ４５１∗ －０􀆰 ５６５∗∗ －０􀆰 ５１５∗∗ －０􀆰 ５６８∗∗ －０􀆰 ５６７∗∗ －０􀆰 ５１９∗∗

（０􀆰 ２５６） （０􀆰 ２５２） （０􀆰 ２５７） （０􀆰 ２５１） （０􀆰 ２５２） （０􀆰 ２５６）

ｌｐ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ｋｌｒａｔｉｏ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ａｇｅ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ｗａｇｅ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ｈｈｉ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９）

ｉｍ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ｅｘｔａｒｉｆｆ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ｒｅ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１８３∗∗∗ －０􀆰 ２０３∗∗∗ －０􀆰 １７２∗∗∗ －０􀆰 １９９∗∗∗ －０􀆰 ２２３∗∗∗ －０􀆰 １８８∗∗∗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９）
企业－产品－目的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所有制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Ｒ２ ０􀆰 ８２２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圆括号内为聚类至四位码行业－年份水平的稳健标准误。

从列 （６） 中还可以发现， 劳动生产率 （ ｌｐ）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生产率越高的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规模经济的存在有助

于加快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工资水平 （ｗａｇｅ） 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工资水平越

高，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进口关税 （ ｉｍｔａｒｉｆｆ） 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由行业进

口关税下降引致的竞争效应有助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实际汇率 （ ｒｅｒ） 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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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为正， 表明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有助于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其他变量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 说明这些变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相对较弱。
（二） 稳健性检验

１􀆰 面板 ＩＶ估计

为进一步减弱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面板 ＩＶ估计以做稳健性检验。 首先， 参考

孙浦阳等 （２０１８） 的工具变量选取策略， 从 ＯＥＣＤ数据库中调取印度各服务业部门

的外资管制指数， 利用上文 （６） 式构造中国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的第一个工具

变量 （ｆｄｉ＿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其次， 借鉴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等 （２０１５） ［３０］的做法， 对中国以外其他国

家各服务业部门的外资管制指数进行加权， 从而构造中国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的第二

个工具变量， 具体公式为：

ＳＩＣＨＮ， ｍｔ ＝
２ × ｐｃＧＤＰＣＨＮ， ｔ × ｐｃＧＤＰｍ， ｔ

ｐｃＧＤＰＣＨＮ， ｔ ＋ ｐｃＧＤＰｍ， ｔ( ) ２
／∑ｍ∈Ｉｏｔｈｅｒ

２ × ｐｃＧＤＰＣＨＮ， ｔ × ｐｃＧＤＰｍ， ｔ

ｐｃＧＤＰＣＨＮ， ｔ ＋ ｐｃＧＤＰｍ， ｔ( ) ２
（７）

ｆｄｉ＿ ｒｅｓＩＶＣＨＮ， ｋｔ ＝ ∑ｍ∈Ｉｏｔｈｅｒ
ｆｄｉ＿ ｒｅｓｍ， ｋｔ × ＳＩＣＨＮ， ｍｔ （８）

其中， Ｉｏｔｈｅｒ 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集合； ｐｃＧＤＰＣＨＮ， ｔ 、 ｐｃＧＤＰｍ， ｔ 分别为中国和ｍ
国第 ｔ 年的人均 ＧＤＰ； ＳＩＣＨＮ， ｍｔ 为中国与 ｍ 国第 ｔ 年的人均 ＧＤＰ 相似度指数的占比。
ｆｄｉ＿ ｒｅｓｍ， ｋｔ 为ｍ 国第 ｔ 年服务业部门 ｋ 的外资管制指数。 在得到 ｆｄｉ＿ ｒｅｓＩＶＣＨＮ， ｋｔ 后， 继

续利用上文 （６） 式即可得到中国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水平的第二个工具变量 （ ｆｄｉ＿
ｓ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面板 ＩＶ估计结果显示 （表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ｆｄｉ＿ ｓｅｒ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

著为负， 这表明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研究结论仍旧成立。

表 ２　 面板 ＩＶ估计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０􀆰 ３４４∗∗ －０􀆰 ２８９∗ －０􀆰 ３９６∗∗∗ －０􀆰 ３７０∗∗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７） （０􀆰 １５１） （０􀆰 １５９）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观测值 ９８５ ５６３ ９８５ ５６３ ９８５ ５６３ ９８５ ５６３
Ｒ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０

工具变量一： ｆｄｉ＿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第一阶段）

１􀆰 ２１７∗∗∗ １􀆰 ２１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５）
工具变量二： ｆｄｉ＿ｓ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第一阶段）
２􀆰 ６００∗∗∗ ２􀆰 ５９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８）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３９３􀆰 １ ４７３􀆰 ６ ４０９􀆰 ６ ４７７􀆰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６ ２９４􀆰 ２ ６ ３４９􀆰 ６ １４ ７６２􀆰 ６ １８ ６１２􀆰 ５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注：∗∗∗、∗∗和∗分别表示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所有回归均对企业－产品－目的国效应、 所有制效应、
行业效应、 年份效应加以控制。 若无特殊说明， 下表同。

２􀆰 其他方法测算产品质量

为避免本文研究结论是由产品质量特殊测算方法造成的， 我们进一步选用其他

三种方法测算产品质量指数。 首先， 根据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２０１３） ［３１］ 提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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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ＫＳＷ法） 测算产品质量， 估计公式为：
ｌｎ ｑｉｐｄｔ( ) ＋ σｌｎ ｕｖｉｐｄｔ( ) ＝ δｐ ＋ δｄｔ ＋ εｉｐｄｔ （９）

其中， ｉ、 ｐ、 ｄ、 ｔ 分别为企业、 产品类别、 目的国和年份； ｑｉｐｄ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
向 ｄ 国出口产品 ｐ 的数量； ｕｖｉｐｄｔ 为企业 ｉ 第 ｔ 年向 ｄ 国出口的产品 ｐ 的单位价值； δｐ
表示产品固定效应， 以控制产品特征差异性； δｄｔ 为目的国－时间固定效应， 以控制

汇率变动和目的国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影响； σ 为产品替代弹性， 本文将 σ 取值设定

为 ５。① 利用 ＫＳＷ 方法估算的出口产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 ε︿ ｉｐｄｔ ／ （σ － １） ， 符号记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ＳＷ１。 此外， 考虑到不同产品的替代弹性 σ 可能存在不同， 本文还使用

Ｂｒｏｄａ和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３２］估计的中国 ＨＳ３分位产品替代弹性数值来测算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指数， 符号记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ＳＷ２。
其次， 依据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 ［３３］提出的方法 （简称 ＦＲ法） 来估计出

口产品质量指数。 ＦＲ法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入手， 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决策内生

化， 提供了另一种测算出口产品质量的分析框架， 估计公式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ｐｄｔ ＝ θｐ ｌｎ ｋｐｄ × ｕｖｉｐｄｔ( ) － ｌｎ （ｗａｇｅｉｔ ／ φｉｔ）[ ] （１０）

其中， ｋｐｄ ＝ αｐｄ θｐ（σｐ － １） ／ １ ＋ αｐｄ θｐ（σｐ － １）[ ] ， 其中 αｐｄ 、 θｐ 、 σｐ 为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Ｒｏｍａｌｉｓ估计的每个国家在 ＳＩＴＣ 第二版四分位产品层面上的结构性参数， 利用

ＨＳ与 ＳＩＴＣ 转换表即可得到每个 ＨＳ 六位码产品－目的国的 αｐｄ 、 θｐ 、 σｐ 参数值；
ｕｖｉｐｄｔ 含义同上； ｗａｇｅｉｔ 为企业 ｉ 在 ｔ 年的劳动力投入成本， 采用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

年均就业人数比值度量②； φｉｔ 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这里采用劳动生产率表示。 通

过式 （１０） 计算得到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记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Ｒ。
最后， 本文还尝试使用 Ｍａｎｏｖａ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４］采用的单价法计算出口产

品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ｐｄｔ ＝ ｌｎ ｕｖｉｐｄｔ ／ ｕｖ

—
ｐｄｔ( ) （１１）

其中， ｕｖｉｐｄｔ 含义同上； ｕｖ— ｐｄｔ 为产品－目的地－年份维度下的平均单位价值。 按照

此方法计算的出口产品质量记为 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ｖ。 表 ３ 报告了采用其不同方法测算出口

产品质量指数的回归结果， 与基准结果相比， ｆｄｉ＿ｓｅｒ 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与符号均未

发生实质性变化。

表 ３　 更换产品质量测算方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ＳＷ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ＫＳＷ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ＵＶ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２􀆰 ３５０∗∗ －４􀆰 ２０５∗ －１􀆰 ４９２∗∗∗ －２􀆰 ４３７∗∗∗

（０􀆰 ９２４） （２􀆰 １７８） （０􀆰 ５５０） （０􀆰 ８７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９９８ ５２８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Ｒ２ ０􀆰 ８５７ ０􀆰 ７９１ ０􀆰 ９６９ ０􀆰 ９５７

注： 列 （２） 观测值减少是因为部分产品 Ｂｒｏｄａ和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６） 替代弹性值缺失， 导致产品质量指数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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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依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对以往文献的总结， 替代弹性 σ 取值区间大致为 ［５， １０］。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 在理论模型中假设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只需要劳动力这一种投入品。



３􀆰 更换服务要素投入权重

为排除服务要素投入权重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本文还尝试使用其他三种要素投

入权重以构建上游外资管制指数： 第一， 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２ 部门 《投入产出表》 上的

完全消耗系数作为服务要素投入权重； 第二， 采用动态权重，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年服务

要素投入权重来自中国 ２００２ 年 １２２ 部门 《投入产出表》，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年服务要素

投入权重来自中国 ２００７年 １３５部门 《投入产出表》； 第三， 以中国 ２００２与 ２００７年
《投入产出表》 中的服务业部门 ｋ被消耗的比重均值作为服务要素投入权重。 基于

其他要素权重构建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的检验结果显示 （表 ４）， ｆｄｉ＿ｓｅｒ 系数都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 至此表明， 本文结论不会受到要素投入权重这一因素的

影响。

表 ４　 不同服务要素投入权重

变量

权重一 权重二 权重三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０􀆰 ３１６∗ －０􀆰 ５０２∗∗∗ －０􀆰 ４３２∗

（０􀆰 １８４） （０􀆰 １６４） （０􀆰 ２６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Ｒ２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４

五、 扩展性检验与分析

（一） 异质性检验

（１） 分企业是否为外资。① Ａｒｎｏｌｄ等 （２０１６） 认为， 外资企业因其母公司在服

务业发展较完善的地区进行生产活动， 故而拥有更成熟的服务中间品使用技术， 当

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时， 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能对下游外资企业生产绩

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为验证此假说， 本文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引入服务业外资

管制指数与制造业外资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ｆｄｉ＿ｓｅｒ × ｆｏｒｅｉｇｎ。 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５列 （１）， 交互项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外

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本土企业。
（２） 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 Ｆａｎ 等 （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 贸易自由化使低生产

率企业有机会接触更多种类、 更高质量的中间品， 因此对低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据此可以推测，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也可能因生产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加入交互项 ｆｄｉ＿ｓｅｒ×ｌｐ
后的估计结果显示 （表 ５列 （２） ）， 交互项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随着生

产率的上升，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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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据企业当年的 “登记类型” 和 “注册资本”， 将样本划分为国有、 集体、 民营、 港澳台以及外资这

五类企业。



（３） 分不同贸易类型。 为考察不同贸易方式下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将出口企业分为纯加工贸易、 纯一般贸易以及

混合贸易三种类型， 并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引入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与一般贸易

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ｆｄｉ＿ｓｅｒ ×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和 ｆｄｉ＿ｓｅｒ × ｐｒｏｃｅｓｓ。 估计

结果显示 （表 ５列 （３） ），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

影响力度更为明显，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大数为外资企业， 而前文已经

提到， 外资企业在服务中间品的使用上更加成熟， 因此更容易汲取服务业市场发展

水平提升的正向效益。 此结论也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对我国加工制造的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表 ５　 异质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０􀆰 ４０３∗ －１􀆰 ７４１∗∗∗ －０􀆰 ４５６∗ －０􀆰 １４２ ０􀆰 ２９８
（０􀆰 ２３６） （０􀆰 ４３３） （０􀆰 ２５０） （０􀆰 ２３４） （０􀆰 ３３８）

ｌａｇ􀆰 ｆｄｉ＿ ｓｅｒ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０􀆰 １４９∗

（０􀆰 ０８９）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 ｌｐ ０􀆰 ２７９∗∗∗

（０􀆰 ０６３）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８）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０􀆰 ２８０∗∗∗

（０􀆰 ０６４）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０􀆰 ３６１∗∗

（０􀆰 １５９）

ｌａｇ􀆰 ｆｄｉ＿ｓｅｒ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０􀆰 １１４∗∗∗

（０􀆰 ０３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９５８ ３２６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Ｒ２ ０􀆰 ８２４ ０􀆰 ８２４ ０􀆰 ８２４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４

（４） 分同质化产品与差异化产品。 Ｂａｓ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Ｋａｈｎ （２０１５） 针对中国微观

数据研究指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对差异化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

显。 那么，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否也会因

产品属性的不同而产生分化？ 本文使用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３５］对贸易商品进行的宽松

（ｌｉｂ） 分类法，① 将产品类别划分为同质化产品与差异化产品， 且在基准估计模型

中引入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与差异化产品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ｆｄｉ＿ｓｅｒ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结

果显示 （表 ５列 （４） ）， 交互项系数在 ５％水平内显著为负， 这说明相比于同质化

产品，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差异化产品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５） 分地区制度环境。 地区制度环境是影响贸易、 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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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也采用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提供的保守 （ｃｏｎ） 分类方法对产品类别进行划分， 发现所得结果并无差

异。



策性改革发挥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ｓ， ２０１３） ［３６］。 为考察在地

区制度环境异质性的情形下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差异

化影响， 本文借鉴张杰 （２０１０） ［３７］的做法构造地区制度环境变量， 并在基准模型中

引入服务业外资管制指数与地区制度环境的交互项 ｆｄｉ＿ｓｅｒ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估计结果显

示 （表 ５列 （５） ）， 交互项 ｆｄｉ＿ｓｅｒ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

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

促进作用越明显， 地区制度环境是二者作用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
（二） 分不同服务业部门

为考察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部门的外资管制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差

异， 本文将交通运输、 通信、 批发销售、 金融以及商务服务这五类上游服务业外资

管制指数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代入模型 （１） 进行回归。 检验结果显示 （表 ６），
交通运输、 分销部门的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存在显著地促进作

用， 而通信、 金融与商务服务部门的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

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是由交通运输与批发销售部门的外资管制放

松推动的。

表 ６　 分不同服务业部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ｇ􀆰 ｆｄｉ＿ｒｅ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１􀆰 ３７９∗∗ －１􀆰 ６５２∗∗

（０􀆰 ６６０） （０􀆰 ８００）

ｌａｇ􀆰 ｆｄｉ＿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 １８５ －０􀆰 １４２
（０􀆰 ３４２） （０􀆰 ４１９）

ｌａｇ􀆰 ｆｄｉ＿ｒｅ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０􀆰 ８２７∗∗ －０􀆰 ８２４∗∗

（０􀆰 ４０１） （０􀆰 ４０２）

ｌａｇ􀆰 ｆｄｉ＿ｒｅｓｂａｎｋ
－０􀆰 １０８ ０􀆰 ７８３
（０􀆰 ６９１） （０􀆰 ９７０）

ｌａｇ􀆰 ｆｄｉ＿ｒ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０􀆰 ９０３ １􀆰 １７１
（０􀆰 ８０２） （０􀆰 ８９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１ ００３ ６４０
Ｒ２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０􀆰 ８２３

（三） 影响渠道检验

首先检验服务中间品成本渠道。 本文借鉴刘斌等 （２０１６） 做法， 选用企业

“制造费用的中间投入”、 “管理费用的中间投入”、 “营业费用的中间投入” 和

“财务费用” 的总和作为制造业企业在服务中间投入上的总支出， 用服务中间投入

总支出与总产出的比值来衡量服务中间品成本水平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ｓｔ）， 其数值越小，
表示企业每单位产出所耗用的服务中间品的费用越低。 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ｓｔ 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表 ７列 （１）），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ｓｔ 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ｓｔ 越小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越高； 也就是说， 服务中间品成本下降

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据此， 服务中间品成本渠道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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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检验服务中间品种类渠道。 囿于数据限制， 我们无法获取企业使用的服务

中间品种类信息。 考虑到服务业市场上的外资企业数目与服务产品种类数目之间具

有较强的正向联系，① 本文通过考察上游服务业外资企业数目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

品质量的影响， 以间接检验服务中间品种类渠道。 利用 《中国统计年鉴》 注册登

记的各服务业部门外资企业数量和 《投入产出表》 构造上游服务业外资企业数目

变量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ｒｉｔｙ）， 其值越大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企业数目越多， 同时也表示下

游企业可获得的服务中间品种类数目越多。 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ｒｉｔｙ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出

口产品质量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表 ７列 （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ｒｉｔｙ 系数为 ０􀆰 ０７， 且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企业数量增加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出

口产品质量升级。 至此， 服务中间品种类渠道得证。
最后检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渠道。 本文借鉴刘斌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思路， 将

企业 “制造费用的中间投入”、 “管理费用的中间投入”、 “营业费用的中间投入”
的总和除以中间投入总额以估算企业层面的投入服务化水平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ｕｔｆｉｒｍ）。 同时

借鉴刘斌等 （２０１６） 做法， 使用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公布的 ５６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 采

用完全消耗系数来测度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投入服务化水平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ｕ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表 ７列 （３） 汇报了企业层面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 可以看出，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ｕｔｆｉｒｍ系数符号为负， 但未通过统计检验。 表 ７ 列 （４） 汇报了行业投入服

务化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ｕ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系数虽为正， 但仍然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提升可能不是服务业外资管制放

松推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一个有效渠道。

表 ７　 影响渠道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ｓ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ｖａｒｉｔｙ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８）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ｕｔｆｉｒｍ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ｐｕ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观测值 ５７９ ８５６ ９０４ ４８６ ５７９ ８５６ ７４７ ８２７
Ｒ２ ０􀆰 ９０８ ０􀆰 ８４０ ０􀆰 ９０８ ０􀆰 ８２６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研究视角出发， 利用中国微观数据， 系统考察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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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侯欣裕 （２０１８） 研究指出，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下游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通过促进服务要素市场外

资厂商进入， 进而增加企业使用的服务中间品种类数量实现的。



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 所得结论如下： ①服务业外

资管制放松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

理、 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后， 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②从企业异质性看， 服务业外

资管制放松对外资企业、 低生产率企业、 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

作用更为明显； ③从产品异质性看，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差异化产品质量的提升

作用大于同质化产品； ④从地区制度环境看， 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度环境较为

完善地区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⑤从不同服务业部门看， 运输、
批发与零售部门的外资管制放松是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因素；
⑥渠道检验方面， 由服务业外资管制方式引致的服务中间品成本降低、 服务中间品

种类增加是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渠道。
文章揭示了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与制造业 （外贸） 提质升级之间隐藏的内在

联系， 为促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经济迈向中高端提出了新的思路。 第一， 为提

升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政府应当适度放宽服务业市场外

资准入条件， 鼓励国外高水平的服务业供应商入驻本地市场， 以提升国内服务业市

场的运行效率， 从而为下游制造业企业提供成本更低、 种类更多、 质量更高以及专

业性更强的服务中间要素。 第二， 为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对制造业生产

或出口绩效的正向作用， 各地区需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和市场化改革， 比如优

化营商环境， 不断完善各地区制度环境， 以保持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进程的平衡前

行。 第三， 非外资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应当重视学习和管理能力建设， 尤其是需要

加强对服务型中间投入要素的管理和运作能力， 从而更大限度地吸收由服务业外资

管制放松带来的产品质量升级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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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ＬＩＵ Ｘ， ＭＡＴＴＯＯ Ａ， ＷＡＮＧ Ｚ，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８􀆰

［１５］ ＢＬＯＭＳＴＲÖＭ Ｍ， ＫＯＫＫＯ Ａ􀆰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１９９８， １２ （３）： ２４７－２７７􀆰

［１６］ ＣＯＲＲＥＡ－ＬÔＰＥＺ Ｍ， ＤＯＭÉＮＥＣＨ 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ｐｕ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Ｊ］ ． ２０１７􀆰

［１７］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 Ａ Ｍ， ＰＡＵＮＯＶ Ｃ􀆰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ｅ ［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８􀆰

［１８］ 侯欣裕， 孙浦阳， 杨光 􀆰 服务业外资管制、 定价策略与下游生产率 ［Ｊ］． 世界经济， ４１ （０９）： １４８－１７２􀆰
［１９］ ＢＡＳ Ｍ􀆰 Ｄｏ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Ｉｎｄｉ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４２ （３）： ５６９－５８９􀆰
［２０］ 孙浦阳， 侯欣裕， 盛斌 􀆰 服务业开放、 管理效率与企业出口 ［ Ｊ］ ． 经济研究， ｖ􀆰 ５３； Ｎｏ􀆰 ６１０ （ ７）：

１３８－１５３􀆰
［２１］ ＡＲＮＯＬＤ Ｊ Ｍ，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Ｂ， ＬＩＰＳＣＯＭＢ Ｍ， 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６， １２６ （５９０）： １－３９􀆰
［２２］ ＢＡＳ Ｍ􀆰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２０， ４８ （２）： ３３９－３６２􀆰
［２３］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Ｐ Ｋ，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Ｋ， ＰＡＶＣＮＩＫ Ｎ，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Ｉｎｐｕｔ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

ｕｃ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１２５ （４）： １７２７－１７６７􀆰
［２４］ 刘斌， 王乃嘉 􀆰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６ （９）： ５９－７４􀆰
［２５］ ＡＭＩＴＩ Ｍ， ＷＥＩ Ｓ Ｊ􀆰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Ｊ］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０９，

３２ （２）： ２０３－２２０􀆰
［２６］ ＤＵＧＧＡＮ Ｖ， ＲＡＨＡＲＤＪＡ Ｓ， ＶＡＲＥＬＡ 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３􀆰
［２７］ ＢＥＲＮＩＮＩ Ｍ， ＴＯＭＡＳＩ 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Ｐａ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Ｄｏ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ｉｄｅ？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７７： １１７－１３８􀆰
［２８］ ＮＥＶＯ Ａ􀆰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Ｌｏｇｉ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００， ９ （４）： ５１３－５４８􀆰
［２９］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ＶＡＮ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Ｗ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

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１０７ （９）： ２７８４－２８２０􀆰
［３０］ 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 Ｃ， ＦＩＯＲＩＮＩ Ｍ，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 Ｊ］ ．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ｕｍ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ＲＳＣＡＳ，
２０１５， ６３􀆰

［３１］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Ｋ，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ＷＥＩ Ｓ Ｊ􀆰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１０３ （６）： ２１６９－９５􀆰

［３２］ ＢＲＯＤＡ Ｃ，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Ｄ 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２００６， １２１ （２）： ５４１－５８５􀆰

［３３］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ＲＯＭＡＬＩ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２９ （２）： ４７７－５２７􀆰

［３４］ ＭＡＮＯＶＡ Ｋ， ＺＨＡＮＧ Ｚ􀆰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ｉ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２７ （１）： ３７９－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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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ＲＡＵＣＨ Ｊ 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４８
（１）： ７－３５􀆰

［３６］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Ｌ Ａ，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Ａ􀆰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ｉｌｌ ａｎ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２５ （８）： １０６１－１０７０􀆰

［３７］ 张杰， 李勇， 刘志彪 􀆰 制度对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的影响： 来自中国省际层面 ４ 分位行业的经验证据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０ （０２）： ８５－１０５􀆰

（责任编辑　 于友伟）

ＦＤＩ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ｓ

ＰＥＮＧ Ｓｈｕｚｈｏｕ　 ＬＩ Ｘｉａｏｐ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ＤＩ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ＦＤＩ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ｏｆ 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ｅｎａｂ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
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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